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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因素与犯罪率： 

基于中国 1978－2005 的实证研究 

黄少安  陈屹立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 1978－2005 年间收入分配、教育、失业以及城市化和贫困等宏观经

济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发现，全国、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

间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教育水准的提高则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率，失业

和农村贫困也对犯罪率产生了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犯罪

率。 

关 键 词：收入差距 国民教育 犯罪率 

 
经济学认为犯罪也是一种理性行为，是对成本收益算计之后的选择，惩罚的确定性与严

厉性、非法收入（机会）与合法收入（机会）等都会对犯罪产生影响。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大量利用计量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广泛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

因素如收入分配、失业、教育等对一国犯罪率的影响，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犯罪率也急剧上升。1978 年全国的犯罪总数

为五十多万起，到 2005 年犯罪总数达到了四百六十八万多起，是 1978 年犯罪总数的 8.7 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变化对我国的犯罪率到底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对犯罪

造成了影响，不同因素的影响各自有多大？哪些是影响犯罪的关键？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定量

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国民教育状况、城市化等

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模型设定及变量的描述，

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及结果的分析， 后为结论。 

                               一、文献综述 

    现代经济学的触角伸入犯罪学领域是从 Becker（1968）发表其《犯罪与惩罚》后开始

的，他认为犯罪也是一种理性行为，犯罪者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罚的严厉性构成了犯罪的成

本，犯罪人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去犯罪，因此，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能够威慑

犯罪。这构成了著名的威慑理论。在此后的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大约 20 年时间里，大量实

证研究都集中于检验 Becker（1968）所提出的威慑理论，结论几乎一致认为，惩罚的确定

性和严厉性的提高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威慑效应（Ehrlich,1973; Witte,1980;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1998; Corman and Mocan, 2000）。 
    在对威慑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大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经济学对犯罪的研究

开始逐步更多的来关注犯罪率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他们

广泛的考察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教育水准、失业、劳动力市场环境、贫困等对犯罪率的影响。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犯罪。社会学的紧张理论认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容易造成社

会紧张，穷人产生严重的挫败感，对社会产生不满，地位的不公平感导致穷人可能通过犯罪

来提高自身满足度，由此可能引致低地位的人犯罪。从经济学视角看，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

低，而同时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如果穷人将时

间更多的配置在非法活动上，其收益可能会更高，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鼓励了穷人从事

更多的犯罪活动(Kelly, 2000)。在经济学上，Fleisher（1966）首次研究了收入不平等与越轨



行为的关系，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之后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都支

持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导致犯罪增加的观点（Ehrlich, 1973;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1998; Imrohoroglu, Merlo and Rupert, 2006），而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可能导致财产犯罪

的上升（Chiw and Madden, 1998; Imrohoroglu, Merlo and Rupert, 2004），也可能导致暴力犯

罪的上升（Kelly, 2000; 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2002）。不过，结论也并非完全一致，

有研究就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犯罪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Doyle, Ahmed and Horn, 1999；
Neumayer, 2005）。 

国民教育与犯罪。提高国民教育水平通常能够提升人们的人力资本，使得他们收入增

加，也更少失业，由此提高了他们犯罪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犯罪；受过越高教育的人可能

过着更为体面的生活，如果他们受到刑事惩罚，则会对他们的名誉、地位、心理等造成更大

的伤害，进一步抑制这些受到高教育的人犯罪；教育也可能使人变得更文明，改变他们的偏

好，减少犯罪（Lochner and Moretti, 2004）。许多实证研究也都发现，学校教育可以显著的

减少犯罪率（Wite and Tauchen, 1994; Wong,1995; Lochner and Moretti, 2004）。不过，不同类

型的犯罪受教育水准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实证研究发现，街头犯罪一般受其影响较大，而

白领犯罪则不明显（Lochner, 2004）。 
失业、劳动力市场环境与犯罪。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失业率就常常作为

衡量劳动力市场环境好坏的指标之一。失业率低表明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多。除

失业率之外，工资水平也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环境的指标。这二者都可能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

响。失业率越高，导致失业人口收入减少，犯罪机会成本下降，尤其可能引发更多的财产犯

罪；失业也可能引起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诱发犯罪。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合法劳动机会越多，

工资水平越高，则犯罪的机会成本越大，有利于减少犯罪。大量实证研究都发现，失业确实

对犯罪产生了显著的影响（Wong, 1995; Freeman, 1996; Raphael and Winter-Ebmer，2001）。
不过，在对德国的研究中却发现，失业对犯罪率的影响是模糊的（Entorf and Spengler, 2000）。
对劳动力市场环境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也大都表明，更多

的合法劳动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Myers,1983; Wite and Tauchen, 1994; 
Doyle, Ahmed and Horn, 1999; Gould, Weinberg and Mustard, 2002）。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劳动

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对犯罪的威慑效应虽然存在，但是比较微弱（Witte, 1980）。 
除了以上被关注 多的因素外，贫困、城市化、人口结构等都可能对犯罪率产生影响。

贫困人口犯罪的机会成本更小，犯罪倾向更高，尤其和收入不平等并存的贫困人口更容易实

施犯罪，实证研究也发现，贫困不仅可能导致财产犯罪上升（Kelly, 2000），也可能影响暴

力犯罪（Corman and Mocan,2000；Fajnzylber, Lederman and Loayza, 2002）。经济发展常常伴

随着城市化现象，在城市中常常有更多的犯罪机会，而且犯罪有着更高的预期收益，由此吸

引了更多的人到城市犯罪，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状况的存在（Glaeser and Sacerdote, 1999；
Entorf and Spengler, 2000）。在许多国家，青少年犯罪常常都是整个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

年轻人有更充沛的体力，更充裕的时间，更小的机会成本，更可能受到同伴的不良影响，因

而以年轻人占总人口比例表示的人口结构会对犯罪率产生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

点（Grogger,1998；Doyle, Ahmed and Horn, 1999；Entorf and Spengler, 2000）。另外在对美国

的犯罪率研究中，一个有新意的观点是，有研究者认为美国 70 年代的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

产生了重要影响（Donohue and Levitt, 2001）。 
在国内，胡联合等 2005 年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犯罪的影响，认为贫

富差距对于犯罪总的来说有显著影响。谢旻荻等则通过 2004年省级横截面数据研究了GDP、
地区差异等对于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开放程度都对犯罪率有明

显影响（谢旻荻等，2006）。但是这些研究要么考虑因素单一，要么只分析了某一年的犯罪

状况。 



二、模型与变量描述 

（一）模型设定 
在研究犯罪率的实证文献中，大多都将重点放在考察收入分配、失业（劳动力市场环境）、

教育对犯罪率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还斟酌选取了城市化、贫困、人口结构、经济增长、工资

水平、通货膨胀、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相关变量。将所有这些变量都纳入模型会面临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而我们跟大多数文献的处理相同，将考察重点放在收入分配、教育和

失业对中国犯罪率的影响，同时将城市化和贫困两个变量纳入模型。为更好的考察收入分配

对犯罪率的影响，对于收入分配我们共选取了全国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

和城乡收入差距四个指标进行衡量，交替置于模型中，因此共有四个不同的模型，在对所有

变量取对数后，四个模型形式如下： 

0 1 2 3 4 5ln ln ln ln ln lnt t t t t tcrime a ngini czssxl em urban poor tβ β β β β ε= + + + + + +

t t

（1） 

0 1 2 3 4 5ln ln ln ln ln lnt t t t tcrime a urgini czssxl em urban poorβ β β β β= + + + + + +ε

t t

(2) 

0 1 2 3 4 5ln ln ln ln ln lnt t t t tcrime a rgini czssxl em urban poorβ β β β β= + + + + + +ε

t t

（3） 

0 1 2 3 4 5ln ln ln ln ln lnt t t t tcrime a gap czssxl em urban poorβ β β β β= + + + + + +ε  （4） 

其中 t 表示年份（1978－2005），crime 表示犯罪率，ngini 表示全国基尼系数，rgini 表
示农村基尼系数，urgini 表示城镇基尼系数，gap 表示城乡收入差距，czssxl 表示初中生升学

率，em 表示失业率，urban 表示城市化，poor 表示农村贫困发生率。 
（二）变量及其描述 

1．犯罪率。犯罪率一般用每十万人口的犯罪数量表示。根据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刑

事犯罪立案总数应为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和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立案数之和，本文亦以

此数据为犯罪总量数据，然后用犯罪总量数据除以人口数，得到每十万人口的犯罪数，即犯

罪率。相关刑事犯罪立案数据①和人口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法律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各期和《中国预防犯罪通鉴》。 
我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率大幅增长。1978 年全国刑事犯罪总数为 53 万多

起，犯罪率约每十万人 56 起，到 1990 年犯罪率突破每十万人 200 起，2001 年犯罪率突破

了 300 起，而到 2005 年，犯罪率约为 1978 年的七倍，达到每十万人 358 起。犯罪的绝对数

额从 1978 年的五十多万起到 1990 年突破了二百万大关，而 2001 年更突破四百万起，2005
年犯罪总数为四百六十八万多起，是 1978 年犯罪总数的 8.7 倍。犯罪总量在 28 年间年均增

长约 8.4%，而犯罪率在此间年均增长了约 7.1%。表一是我国 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图一

是我国 1978 年以来犯罪率的变化轨迹，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犯罪率（crime）在八十年代

前期曾有过下降，并在 1984 年达致改革开放以来的 低点，此后在 80 年代后期迅速增长，

并在 90 年代初形成一个高峰，90 年代前期犯罪率相对比较平稳，变化幅度很小，但是后期

则又经历了一次急剧的增长，犯罪率开始进入又一个高位并相对保持平稳，到 2001 年之后

犯罪率的波动幅度都不是很大。 
表一：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 

年份 犯罪率 年份 犯罪率 年份 犯罪率 
1978 55.65 1988 147.77 1998 162.00 
1979 65.30 1989 183.19 1999 181.87 

                                                        
① 我们对 1986－1988 年的犯罪立案总量数据进行了相关调整，调整理由和调整方法请参见附录。 



1980 91.02 1990 201.66 2000 290.54 
1981 90.54 1991 211.64 2001 352.81 
1982 76.54 1992 141.78 2002 340.98 
1983 64.26 1993 142.58 2003 343.07 
1984 53.78 1994 145.07 2004 365.87 
1985 55.78 1995 146.47 2005 358.18 
1986 102.67 1996 137.52   
1987 104.57 1997 1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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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78－2005 年中国的犯罪率变化轨迹 
2．收入分配。一般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为基尼系数，我们也主要采用该指标。不

平等引起的犯罪更主要的是当事人通过和周围的人相比较而感受到不平等，鉴于中国的城乡

二元结构状况，因此我们注意区分了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

同时我们也考虑了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全国的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来代表，其他则用基尼系数代表。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和 2006 年。农村内部基尼数据为中国统计

局农调对数据，城市基尼数据为城调对数据，由于没有官方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本文采用

城乡加权法自行计算①。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差距并不大，但是此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表现在全国基尼

系数（ngini）、城镇内部基尼系数（urgini）和农村内部基尼系数（rgini）以及城乡收入之比

都大幅攀升。进入本世纪以来，全国基尼系数在 2000 年突破 0.4，城镇内部基尼系数超过

0.3，农村内部基尼系数更在 2005 年达到了 0.37，而城乡收入之比超过了 3.2。从图二可以

看出，三种基尼系数都一直是在小幅波动中呈稳步上升的态势。 

                                                        
① 三种基尼系数的详细来源和计算方法请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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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78－2005 年全国、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变化轨迹 
3．教育水准。衡量一国总体教育水准的指标并不单一。受于资料限制，没有找到全国

人口中受到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人口比例的时间序列数据，只好选择初中生升学率作为衡量

的指标。但实际上，初中生升学率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整个教育水准，而且它还很好

的反映了青少年学校教育的良好程度，而青少年犯罪历来占我国犯罪总量的较高比例，许多

实证研究都发现，学校教育显著的影响了犯罪率（Wite and Tauchen, 1994; Lochner and Moretti, 
2004），因而选取该指标应该能够较好的反映教育对犯罪的影响。初中生升学率 1998 年之前

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 年之后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 年及

之后各期。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改革后得到了长足发展，初中生升学率大幅提高。初中生升学率在

1978 年仅仅大约 40％，而到 2005 年则已经接近 70％，而且这些年来一直都保持着上升趋

势。 
4．城市化。一般衡量城市化的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本文也遵循这一惯例。

而且这个指标也很好的代表了中国社会朝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和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城市

人口比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工业化步伐，城市化程度在 20 多年时间里大幅提高。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 1978 年约为 18％，到 2005 年则已达到了约 43％，增长了两倍多，

这种增长势头也仍在继续中。 
5．失业率。官方只公布了城镇登记失业率，当然这肯定无法完全真实的衡量我国的失

业状况，但无其他更好替代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只好选择该指标作为失业率的度量。数据来自

《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该数据显示，中国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失业率上升。 
6．贫困。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贫困人口都会对犯罪率产生影响，但由于没有官方关于

城市贫困人口的统计数据，我们采用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作为贫困的度量指标，数据来自《中

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6 年。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为消除贫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就农村

而言，2005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量有 2365万多人，但这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初 2亿 5000
万的规模无疑是大大减少了。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协整检验 
本文模型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模要求所有数据都是平稳

的或者不平稳的数据之间是协整的，否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

检验，如果是不平稳的，则再进行协整检验。本文所有数据的时间跨度均为 1978－2005 年，



各变量都取对数，所有计量分析均使用 Eviews5.0 实现。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采用常用的 ADF 方法来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变

量的水平值进行检验，结果仅贫困（lnpoor）变量能够通过 1%显著性水平下的单位根检验，

为水平平稳，其余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因此，我们再对其他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ADF 检验时的滞后阶数都按照 AIC 准则选取。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基尼系数（lnurgini）的

一阶差分在接近 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其余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2．协整检验。虽然变量不是水平平稳的，但是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

从而构成协整关系，使模型的估计能够避免伪回归。由于模型中的变量不是水平平稳，因此

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我们采用 Engle-Granger 两步法来进行。 
首先对前述的四个模型用 OLS 进行估计，然后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 ADF 检验。检

验形式均不含有截距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按照 AIC 准则选取，四个方程残差的单位根检

验结果如表三。结果表明，四个方程的残差都在 1%显著性水平下水平平稳。因此，四个方

程各自的变量均具有协整关系。 
                     表二：四个方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 

残差 t-Statistic Prob. 残差 t-Statistic Prob. 

方程一残差 －3.5689 0.0009 方程三残差 －3.4967 0.0011 

方程二残差 －3.5610 0.0009 方程四残差 －3.6063 0.0008 

（二）回归结果 
采用OLS对上面的四个方程进行估计，四个方程的拟合效果都很好，调整的R2 均达到

0.86 以上，四个方程的F统计量十分显著，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城市化等五个变量的 值

均显著，说明用收入分配、教育、城市化以及失业和贫困五个解释变量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四个模型的D-W值都落在了无法判定的区域，但通过拉格朗日乘数

检验（L-M检验）发现，四个方程都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四个方程的回归结果如表四： 

t

                       表三：四个方程的回归结果 
                     犯罪率（crime）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方程一 方程二 方程三 方程四 

全国基尼系

数（ngini） 
1.7438∗∗∗ 

（3.13） 
   

城镇基尼系

数 (urgini) 
  0.9035∗∗ 

（2.03） 
  

农村基尼系

数 (rgini) 
  2.2403∗∗∗ 

（3.61） 
 

 
 
收 
入 
差

距 
城乡收入差

距 (gap) 
    1.4826∗∗ 

（2.45） 
初 中 生 升 学 率

(czssxl) 
－1.8997∗∗∗ 

（－3.25） 
－2.0531∗∗∗ 
（－3.11） 

－1.3531∗∗ 
（－2.39） 

－2.0771∗∗∗ 
（－3.27） 

城镇登记失业率

(em) 
0.4214∗∗ 

（2.12） 
0.7402∗∗∗ 

（3.65） 
0.6453∗∗∗ 

（3.73） 
 0.2992 
（1.21） 

城市化 (urban) 4.6621∗∗∗ 
（2.30） 

5.8151∗∗∗ 
（3.53） 

3.7274∗∗ 
（2.39） 

 5.2025∗∗∗ 
（3.20） 

农村贫困发生率 0.7923∗ 1.1257∗∗ 0.7352∗  0.8092∗ 



(poor) （1.84） （2.36） （1.79） （1.76） 

Adjusted R2 0.8862 0.8614 0.8966 0.8707 

D-W stat 1.3061 1.3096 1.2816 1.3098 

F-statistic 43.0529 
（0.00） 

34.5583 
（0.00） 

47.8286 
（0.00） 

37.3571 
（0.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后括号中数字为 t 值，F-statistic

后括号中的数字为 P 值。 

（三）对回归结果的说明和解释 
我们的模型表明，收入差距是影响犯罪率非常重要的因素。无论全国基尼系数、还是

城镇、农村基尼系数的提高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会对犯罪率产生正且非常显著的影

响，提高犯罪率。而且可以看到，除城镇基尼系数外，全国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以及城

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都较大。以全国基尼系数为例，如果全国基尼系数提高 1％，则犯罪

率将在此基础上提高 1.7438％（以方程一为例），犯罪率我们以 2005 年每十万人约 350 起计

算，那么犯罪率将因此提高 6.1033 起，以全国 13 亿人口计算，这意味着全国总共将增加大

约 79000 多起犯罪。这些犯罪本身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还会有部分犯罪有直接的

受害者，而整个社会还得支付大量成本来处理这些犯罪，所有这些对社会来说显然将是一个

巨大的开支。 
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为什么会增加犯罪？首先，社会的收入差距会使穷人感到一种巨大

的社会压力和被剥夺感，而中国社会又持有一种强烈的以财富作为成功标志的价值取向，但

是由于中国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同时又人口众多，人均财富水平较低，整个社会无法

提供那么多合法机会以让所有的人都实现他们的愿望，于是部分人为了达到他们对成功的追

求开始变得不择手段，犯罪成为他们追求成功的替代性选择，从而导致犯罪的增加。其次，

收入的差距和机会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紧张状态在中国缺乏合法的、制度化的疏导和消解

机制加以化解，从而使得问题越积越严重， 终必然会导致犯罪上升。再次，与收入分配差

距拉大相伴随的是，部分高收入阶层的财富和收入来源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有调查就显示，

大约 60％的被访者认为，是通过正当途径致富的富人不太多或者几乎没有（张小虎，2002，
第 102 页）。这种对富人收入正当性的质疑使得许多犯罪人在犯罪尤其是进行各种财产犯罪

时的心理负担大大减少甚至消失，由此而为这些犯罪行为确立了一种正当性，而当这种认为

通过犯罪占有财富是正当的犯罪亚文化在社会上传播和蔓延时，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犯罪的增

长。这些推断，在一些专门对监狱罪犯的调查中也得到了佐证。调查显示，这些罪犯对社会

改革本身是具有较高的认同度的，但是对财富、社会福利、工作成就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不

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不仅罪犯表现出这种不满，有调查发现普通公众对于贫富差距和社

会风气也有着强烈的不满（张小虎，2002）。这些不满情绪的一部分 终通过犯罪而释放出

来。 
模型还发现，初中生升学率对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呈负相关关系，提高初中生升

学率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且弹性系数很大。仍然以 2005 年约 350 起犯罪率为例，初中生

升学率提高 1％，犯罪率会减少 1.8997％（以方程一为例），则犯罪率能够减少 6.6489 起，

以全国 13 亿人口计算，这意味着全国总共将减少约 86000 多起犯罪，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

全国基尼系数提高百分之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犯罪中较低文

化程度的人一直就占着的很高的比例。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一个调查显

示，在被调查的杀人、伤害、抢劫、强奸、盗窃和诈骗六种犯罪中，尽管不同犯罪中各个文

化程度所占比例有所差异，但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始终占据多数（周长康等，2006，



第 123 页）。对浙江省刑事案件作案成员文化结构的统计也表明，近些年来初中及初中以下

文化程度的作案人员比重一直在 90％以上（周长康等，2006，第 125 页）。与此同时，中国

的青少年犯罪历来在总犯罪中占有比较高的比重，在 80 年代，青少年犯罪比重一度在 70％
以上，近些年来则一直保持在 30％以上。这些都表明，初中生升学率和国民教育水准与中

国的犯罪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中国数据的研究还证实，城市化进程提高了犯罪率，这与对其他国家犯罪率进行研究

的相关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Glaeser and Sacerdote, 1999；Entorf and Spengler, 2000）。
而且模型还显示，城市化带来犯罪率提高的弹性系数是非常高的。这诚如谢利（Louise 
Shelley）所言，“若干世纪以来城市一直就是犯罪的堡垒”（中译本 2002，第 37 页）。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城市为重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人口膨胀、交易频繁，城

市中充满了许多犯罪诱惑，也给犯罪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人口流动的加快则减少了犯罪者被

逮捕和惩罚的几率，促进犯罪率的上升。不仅城市化本身会促进犯罪率的上升，而且城市化

进程也反映了整个社会朝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而在中国，它还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

现代化过程带来了观念的改变，旧有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又尚

未良好的建立起来，曾有的各种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逐步瓦解，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失范现

象发生；现代化过程还可能伴随着各个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紧张，

矛盾激化。因此，尤其在完成现代化之前，犯罪几乎必然随着现代化过程的进行而增长，谢

利对现代化与犯罪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中译本 2002，第 200 页）。 
失业也对犯罪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的弹性系数要大大小于前三者的弹性系数，这可

能是由于我们衡量失业所采用的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估了中国真实的失业率所造成。

不过我们也因此可以确认，城镇失业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犯罪的增加。在中国，社会保障和失

业保障体系都还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失业者失业后无法获得良好的保障，失业增多必然增

加犯罪率。公安部在 80 年代末的一个调查就显示，社会闲散人员大约占到刑事案件作案成

员的 10％－20％之间（周长康等，2006，第 109 页）。而浙江省的统计资料也显示，近些年

来闲散人员犯罪占浙江总犯罪的比重一直都在 20％以上，而上世纪 80、90 年代时闲散人员

犯罪所占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几（周长康等，2006，第 113 页），这说明这些年来闲散人员犯

罪的比例在浙江是上升的。这些数据也提醒我们，失业人口增多会恶化中国的犯罪形势。 
农村贫困发生率也对犯罪率产生了影响，虽然它对犯罪率的影响不如前面的因素那么

重要而明显，但如果统计指标能够同时包含了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人口，贫困对犯罪的影响

可能会更大。无论如何，在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农村贫困无疑也构成了一个不

稳定的因素，容易引起更多的犯罪。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对中国 1978－2005 年犯罪率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因素

确实对中国的犯罪率产生了重要影响，收入分配不公、教育、失业以及城市化和贫困这些经

济因素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犯罪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全国范围内的

收入差距还是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对犯罪率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城乡收

入差距的拉大也显著的影响了犯罪率；国民教育水准对中国的犯罪率同样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提高国民教育水准，提高初中生升学率能够有效的降低犯罪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犯

罪率的影响非常显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犯罪率；城镇失业率的增加会增

加犯罪率；农村绝对贫困对犯罪率也产生了影响，减少农村的贫困能够减少犯罪率。 
在讨论本文的政策含义之前，关于城市化与犯罪率上升这一点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本文的结论和一些对其他国家犯罪率研究的文献相同（Glaeser and Sacerdote, 1999；Entorf 
and Spengler, 2000），发现城市化影响了犯罪率。但是，我们很难由此而认为应当减缓甚至



人为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减少犯罪率。首先，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化

本身就会带来犯罪的上升，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转型过程的深刻体

现，而这会带来犯罪的大量增长。实际上，就世界各国的经验而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在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过程中都带来了犯罪的增长（谢利，中译本

2002）。因而，我们模型中城市化较大的弹性系数可能就并非仅仅是城市化本身所能带来的，

而更是由于它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初期阶段和转型过程对犯罪率的提升的巨大作用力。其次，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结果和必然，而犯罪也是现代化过程尤其是现代化初期所带来的成本之

一，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而犯罪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

一个代价。其实，现代化的这种代价并非是中国独有的，对全球众多类型国家现代化过程的

考察就揭示了，犯罪的上升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的 明显和 重要的代价

之一（谢利，中译本 2002，第 200 页）。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和不可阻挡

的趋势，由此城市化将是一种必然。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为了降低犯罪率而人为压制甚至

降低城市化水平，而强行降低城市化水平、阻碍现代化进程以降低犯罪率，反而将会是因小

失大、得不偿失的。 后，虽然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在初期会带来犯罪的增长，但是，

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和社会的稳定，犯罪率的持续高速增长会得到减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

验表明，社会发展进程的成熟会带来犯罪率的稳定，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犯罪率增长就低于发

展中国家（谢利，中译本 2002，第 203 页）。因而，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是要减缓城市化和

现代化进程，而是反而要使得我国现代化进程尽早实现，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和和谐，从而减

缓犯罪增长甚至减少犯罪率。 
如果希望采取一定的刑事政策来减少中国的犯罪率，那么前述的实证研究结果提醒了

我们，从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入手，采取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将会是一种良好的刑事政策。据

此，本文对中国刑事政策的建议就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减少全国范围内、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减少社会的收

入分配不公是一种有效的降低犯罪率的社会政策。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具备经济学的意

义，也对减少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减少收入分配不公不仅能够通过减少犯罪为社会稳定做

出贡献，也能够为社会节约应对犯罪的成本以及避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成本。也正因为此，

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现状不仅是平等和公平的需要，也是减少犯罪的需要。 
大力提升国民教育水准。提高初中生升学率能够有效的降低犯罪率，而且提高初中生

升学率甚至比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对犯罪的影响更大。我国 2005 年初中生升学率接近 70％，

仍有提升的空间，由于教育的弹性系数较高，因此初中生升学率提高 1％能够从总量上减少

很多犯罪，从而为社会节约很多成本，因此加大对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的投入对减少犯罪的

贡献将是显著的。加大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将是一种非常好的刑事政策。 
减少城镇失业，千方百计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够降低犯罪。

降低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对于降低犯罪率也是有帮助的。 

附录： 

1． 关于犯罪总量的调整理由及具体调整方法。据《中国预防犯罪通鉴》（魏平雄等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年，上卷，第 170－172 页）所述，1989 年公安机关大力纠正了立

案不实的现象，使得刑事立案陡增，因此我们希望对此前的立案不实部分进行调整，而

立案不实现象自 80 年代中期便开始，由于严打效果基本持续到 1985 年，因而我们确定

的调整时间段就为 1986－1988。 
调整方法：由于 1987－1988 都存在立案不实现象，我们假设立案不实的程度是一样的，

因而利用现有数据求得的犯罪增长率还是反映了真实增长率，同理求得 1986－1987 年

犯罪的真实增长率，而 1989－ 1990 的犯罪增长率没有问题，然后计算公式



grouth88*(1+x)2=grouth90，其中grouth表示犯罪增长率，grouth88 表示 1987－1988 年的

犯罪增长率，由此可知 1988－1989 年的真实犯罪增长率为grouth88（1＋x）。由此可利

用 1989 年犯罪总数反推 1988 年犯罪真实总数，进一步根据 1987－1988 增长率反推 1987
以及 1986 年的犯罪总数。计算犯罪率时人口数据利用的是当年年底人口数。 

2． 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1978－2001 年数据来自罗楚亮、李实、邓

曲恒 2006，第 79－97 页，但其中缺乏 1979 年数据，1978 和 1980 两年基尼系数皆为 0.16，
由二者平均作为 1979 年基尼系数，2002 年到 2005 年基尼系数由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城镇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采用“等分法”计算而得（具体计算公式参见陈宗胜 1991，
第 27－28 页，收入五等份分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2005》和《中国

统计年鉴》。 
3． 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来自中国农业年鉴 2005 及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6。其中缺

1979 年数据，来自罗楚亮、李实、邓曲恒 2006 年文章。 
4． 全国基尼系数由作者自己计算，计算采用城乡加权法（具体公式参见陈宗胜、周云波，

2002，第 28 页），具体计算结果见如下附表。 
年份 全国基尼系数 年份 全国基尼系数 年份 全国基尼系数 

1978 0.3022 1988 0.3265 1998 0.3784 

1979 0.3052 1989 0.3428 1999 0.3897 

1980 0.3142 1990 0.3314 2000 0.4090 

1981 0.2900 1991 0.3495 2001 0.4183 

1982 0.2627 1992 0.3688 2002 0.4308 

1983 0.2573 1993 0.3939 2003 0.4436 

1984 0.2582 1994 0.4008 2004 0.4523 

1985 0.2552 1995 0.3935 2005 0.4591 

1986 0.3100 1996 0.3709   

1987 0.3193 1997 0.3706   

5． 贫困发生率缺少 1979、1993 和 1996 三年数值，均用前后两年平均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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